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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字工作、压缩的个体与情感
*

[法 ]罗兰 (Laurence Roulleau-Berger)

摘　要：在过去 40年里，资本主义变得更加复杂化、重新配置化和外包化。一种匿名资本主义即“平

台资本主义”已经出现。数字工作意味着一种“新的工薪精神”，它与资本主义的新精神相一致，都加剧了地

方和全球工作制度的霸权主义强度。新的社会不平等在赛博无产阶级、赛博中产阶级和赛博上层阶级的生

产中形成。在情感资本主义的背景下，个体在工作中陷入异质性和自主性的双重困境。在数字经济中，压缩

的个体内化了面对经济约束的指令，并在全球社会中生产了自我优化和表演自我的叙事。这种压缩的个体

在国际数字经济中变得越来越全球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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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过去 40年里，资本主义变得更加复杂化、重新配置化和外包化。一种匿名资本主义（a face-
less capitalism）—平台资本主义已经出现。数字经济在全球市场的生产中占据了重要地位，特别是

在亚洲市场中。①数字工作意味着一种“新的工薪精神”（new spirit of wage-earning），它与资本主义的

新精神相一致，②都加剧了地方和全球工作制度的霸权主义强度。在数字工作中，灵活性和流动性成

为构建富足经济的主要行动准则，③同时有助于全球资本主义的到来。新的社会不平等现象在赛博

无产阶级（cybertariat）、赛博中产阶级（cyber middle classes）和赛博上层阶级（cyber upper-classes）的生

产中出现。个体在工作中陷入异质性和自主性之间的双重困境。在数字经济中，压缩的现代性④在

情感资本主义相关的劳动体制中转变成了一个将情感转化为情感商品（emodities⑤）的超级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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销。①从数字工人的形象中，我们可以看到，压缩的现代性产生了具有强大行动能力的压缩的个体，

他们被迫优化自己，在数字经济中内化了面对经济约束的指令，并在全球社会中生产了自我优化和表

演自我的叙事。②

 一　匿名资本主义与数字劳动

自 20世纪 60年代以来，在欧洲，劳动力外包运动和“特殊就业形式”的出现与倍增（如临时工作、

定期合同、间歇性工作；远程工作、自由职业、居家工作等），不仅促进了新的信息和通信技术的发展

与平台的出现，而且为全球资本主义中新的外包机制提供了支持。工厂工作正趋于消失，基于数字化

和资源汇集的众包工作正在劳动法和社会保护系统之外发展，不仅模糊了诞生于与雇佣劳动相关的

资本主义制度中工人的定义，而且模糊了活动和工作之间的界限。自主创业者的形象成为这种数字

资本主义所形塑的象征，并与工人的形象相重合。

在过去的 40年里，在欧洲，经济全球化进程产生了与不稳定和霸权劳工制度有关的工作。③由

于“灰色”或“黑色”就业领域中过渡性工作和特殊工作形式的复杂性和灵活性，不稳定的就业进程导

致了劳动合同条件的瓦解。④多样的非典型工作合同之间出现了新的等级：固定期限合同、兼职工作、

临时工作、季节性工作，甚至是每日工作和临时制工作......在有机会获得合同的情况下，教育水平越

低的工人就越容易接触到不合法的合同。文化背景、社会出身、性别和代际地位，在界定差异性和不

平等劳动力市场准入形式方面发挥着积极作用。处于底层位置的个体经常在没有合同的情况下工作，

其工作条件是基于不体面的原则和对劳动者的轻视，他们被迫进入高度生产和竞争，以及高度道德异

化的处境中。

在这种经济不安全的背景下，美国网络巨头亚马逊发起了微任务众包，现在由中国巨头阿里巴巴

集团进行广泛的实践。数以百万计的工人在网吧、在城市和农村地区的家中，在没有雇佣合同和没

有经济稳定性的条件下，参与每次点击可获得几美分的人工智能工作。

例如，2009年，中国只有三个淘宝村，截至 2019年，中国共有 4 310个淘宝村、1 118个淘宝镇和

95个淘宝村集体，销售额超过 7 000亿元人民币，创造了 683万个就业机会和 244万个活跃销售点。⑤

除了农村电子商务的增长，还应该考虑到销售规模、在线商店和农民自办网店的数量。年轻人凭借

其互联网文化、独立的思维方式以及在网络商务中组织代际家庭劳动分工的能力，已经成为电子商

务的关键利益相关者。农村电商的发展吸引了大量新生代青年农民工回乡创业。⑥2003年，淘宝网

的推出刺激了中国农村电子商务的发展。由于进入成本低，对技术资质的要求不高，淘宝网吸引了许

多年轻人和农村精英，使得“互联网+乡村经济”模式成为中国农村经济发展的新力量。阿里巴巴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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布数据称，2020年淘宝有四分之一的网店都来自淘宝村。《2020中国淘宝村研究报告》 显示，过去一

个财年，阿里创造了一万亿美元的交易额，其中淘宝村贡献了一万亿人民币。在国家支持下，“农村+
电商”的发展模式在中国各地得到了宣传和推广，进而成为转变农业发展体制和减少贫困的有效

方法。

随着劳动力的外包和分散，全球资本主义催生了数字劳动，即“用于驱动自动化系统的以任务为

导向和数据化的劳动”。①不断涌现的平台通过聚合不同的活动、商品、服务和经济产品扰乱了传统

的劳动力市场。根据由算法设备组织的不同平台可以区分不同形式的数字劳动，例如：“按需”服务

平台，如 Uber、Airbnb 和 Deliveroo；产品或电商平台，如亚马逊和阿里巴巴；社交平台，如 Face-
book和 Tik Tok。②在平台经济中，工作的非物质化和工作空间的虚拟化打乱了过去“公司”的秩序，

员工主动或被动地被置于去个性化的职业关系中，显得原子化、孤立，与工作集体没有联系。一些员

工拥有自营职业者的身份，这种身份出现在居家工作平台、运输服务、独立的专业人士和通用数字工

作中。在国家和全球劳动力市场上，薪酬模式特有的合同雇佣关系被削弱，取而代之的是工人、公司

和客户之间的三角关系，这种关系已经存在于临时工作中。在平台资本主义中，公司越来越有去地域

化和虚拟化的趋势，不同时刻和环节的生产过程是多区位的和分离的。

数字工作者过度暴露在社会不稳定的风险中，他们不隶属于传统薪酬体系的雇佣关系，而是被置

于模糊的灰色经济区，由一种有组织的数字生产无政府状态管理。在欧洲，越来越多的低技能青年工

人在电子商务、快递、团购、食品配送和出租车服务等发展迅速的数字平台上工作，“点击工人”通过

执行非技术性的任务获得低廉的工资。③计件式工作正在通过微型就业平台重新出现，并且最先涉

及移民工人的参与。数字工人、众工和自雇者或多或少地依赖于可见的威权工作组织，④这些组织通

过加强生产紧张和严苛的工作节奏与条件，在不体面的工作中制造强烈的自主性禁令规范。

 二　数字世界和新的不平等

如果在数字世界中出现了去国家化的赛博无产阶级，那么赛博中产阶级和赛博上层阶级也正在

形成。压缩的现代性刺激了由于社会分化原则和赛博中产阶级和上层阶级的产生而形成的数字经济

的多样化。

平台是生产赛博无产阶级的商品化和底层性新空间。泰勒主义的工人来自农业世界，他们通常

是移民，在进入工厂之前曾从事过建筑工作或者季节性工作。如今，亚马逊的工人是承包商、技术人

员、电工......他们失去了工作，或者他们是难民和学生。⑤

在从工厂工作向平台工作的过渡过程中，霸权主义的劳工制度通过强化对平台的依赖而重组，

通过强化“准时制”的做法，使用隐藏系统来评估、控制和施加绩效压力，并结合不达标和不稳定的薪

酬来提高工作率。平台资本主义的发展导致了工厂工作和服务经济部门之间的竞争。例如，在中国，

外卖行业的外卖员是新生代年轻农民工渴望从事的工作形式的代表；80% 的外卖员以前是体力劳动

华东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22年 第 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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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公司雇员和自由职业者，他们相信转向外卖工作就能找到工作中的自由。于是，越来越多的年轻

农民工成为外卖行业中的配送员。①低薪工人正在提醒人们注意他们的困难：被压缩的时间、任务执

行被低估的所需时间、无报酬的任务和技术工作，以及不被遵守的最低工资标准。②许多中国年轻人

在没有就业身份的情况下加入微型工作平台，成为“点击工人”，③在家里从事非技术性的工作和赚取

微薄的工资。微型工作平台反映了多重压缩现代性所固有的前现代性、现代性和后现代性之间的

冲突。④

在欧洲和中国，配送、外卖、送货上门和出租车行业的工人都在一种虚假的自主意识、自由生活

和独立行动的体制下工作，即使他们发现自己“处于数字控制之下”，受到雇用他们的公司和遵循指

示评估他们服务的消费者的双重监视。⑤数字控制作为一种强大且顽强的力量出现，由算法创造，并

与物理和虚拟空间中的霸权工作制度相关联。送货员在使用平台的过程中，通过移动设备被监控和

控制。例如，优步司机和配送员受到持续性的监视，而且在工作空间中的自由度非常小。他们在被消

费者评价的基础上接受平台的奖励或惩罚。预计的交付期限、送货行程计划和执行任务的限制都表

明了用于捕获工人身体的监视策略。新的工作场所暴力现在发生在送货工人和用户之间，而不再是

雇员和雇主之间。这些工人被赋予了一种服务关系，迫使他们调动强大的情感资源来应对评估，特别

是在投诉或冲突的情况下。

年轻的数字工人梦想着“为自己而活”，与他们内在的自我意识相联系，能够选择自己的工作时

间，而不总是“打卡”。然而，与之相反的现实是，他们成了平台资本主义体系中新的底层工人。他们

很容易发生交通事故（为了按时交货）或受到用户的攻击，他们受制于极端的最后期限和工作量，这些

都会造成有限自主性。数字经济通过数字工作生产了新形式的底层性，这种底层性隐藏在有限自主

性（restricted autonomy）的背后。由于被剥夺了所有的保护，年轻工人参与了“新的工薪精神”的产生，

这种精神与资本主义的新精神相一致，⑥都加剧了霸权主义工作制度的强度，促进了组织的自主性而

不是个体的自主性，也就是说，自主性是为公司的业绩服务的。⑦情感资本主义通过实体的、虚拟的

和政治的系统运作，侵占年轻工人的身体，并采用不正当手段使年轻工人在工作中产生虚假的独立感。

在地方世界主义的基础上，年轻的博主通过使用信息与通信技术（电脑、互联网、电子邮件、社交

媒体）创造虚拟工作和开发新的跨国经济领域。例如，在中国社交媒体平台中活跃的非中国国籍的跨

国博主是连接受众和商品的重要枢纽，是中国新资本空间中独异性的数字工作者。这些年轻的博主

可以被定义为自由职业者。数字经济形态在数字无人区（digital no man's land）中迅速发展。新型工

作诞生于协作生产模式，在这种模式中，制造商和消费者、雇员和同事之间的区别变得模糊不清。中

国年轻人在开放式外包工作（众包工作）和建立小商品流通的在线全球贸易中心方面发挥了关键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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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赛博中产阶级中，年轻人正在参与数字经济，通过建立电子商务平台和网店成为“数字游民”

（digital nomads）或基于信息与通信技术（ICT）的流动的工人（mobile workers）。电子商务在数字平台

上运行，成为互动、建立情感纽带和创造创新社会和商业实践的场所。正如 Béatrice Zani（2020）所表

明的，年轻的中国内地妇女迁移到中国台湾，利用微信作为电子商务平台在新的虚拟市场上提供一系

列小产品。她们在中国中部省份的家乡、中国沿海大城市和中国台湾之间交易大量的商品，如鸡爪、

奶粉、五香肉、调料、胸罩、衣服、内衣和化妆品。电子商务受到新冠疫情的部分影响，尤其是对于农

村地区的年轻创业者而言。一些创业者在后疫情时代面临着许多困难，他们原本就在激烈的竞争中

很脆弱，并且由于无力重建由疫情造成损失的经济资本而变得更加脆弱。①

因此，在数字世界主义中我们可以区分：（1）上层的数字跨国主义，培养属于新的国际“赛博上层

阶级”的年轻人。（2）中间的数字跨国主义，存在于电子商务和数字企业家精神中，伴随着新的赛博中

产阶级的形成。（3）底层的数字跨国主义，伴随着新数字小资本主义中赛博无产阶级的出现。

 三　数字经济与种族化

在欧洲，社会隔离的过程被认为嵌入了经济和社会不安全、贫困、劳动力市场的种族化和种族歧

视的过程中。自 20世纪 70年代起，大规模的失业、劳动和就业关系的不稳定化、工作的迁移和去工

业化，使得来自工人阶级的年轻人，特别是年轻的移民后代，在欧洲城市的劳动力市场中处于边缘地

位。这些对“最弱势群体”的疏远和边缘化甚至排斥的形式，揭示了“富人”与“穷人”之间，“融入者”

和“被抛弃者”，“本地人”和移民之间的社会和道德界限。在这种经济不安全的背景下，劳动力市场

由于被分配到“非场所”（non-places），被禁锢在卑微的工作中而变得高度种族化。一个双重过程清晰

地反映了以就业不足为特征的劳动力市场的发展，其核心是受到全球劳动力市场影响的移民。除了

劳动力市场的微观细分，种族和多种族利基（multi-ethnic niches）、种族和多种族飞地正在出现。

获得工作合同对移民的处境起着决定性的作用。在所有欧盟国家，大多数移民没有在农业、建

筑、旅游、餐饮、家政服务和清洁行业中登记，但不同的国家之间存在差异。②在欧洲，我们可以说是

不安全和种族歧视的双重过程共同造成移民和移民子女面临的失业情况。③欧洲劳动力市场上移民

工人的失业和隔离造成了一个“就业不足”的市场。在欧盟的大多数国家，种族歧视、不安全和不稳

定就业形式的泛滥在今天促成了或多或少正式的特定工作形式。

在欧盟国家，不安全和民族歧视的双重过程清楚地反映了就业不足市场的发展，同时浮现出了数

字移民工人的形象。在欧洲，第二代移民和新移民在劳动力市场上的隔离过程意味着种族分割，也就

是“种族利基”的等级扩散。④现在，后殖民移民、难民或寻求庇护者的子女在数字种族和多种族利基

中工作。欧洲劳动力市场的分割过程可以按照移民的国家和地理来源来定义和区分。从移民工人的

在场来看，经济部门或多或少会出现一些细分和产生强烈的隔离。后殖民移民和移民的低技能子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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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地方性和全球性的种族数字经济中工作，在服务平台、产品平台或电子商务平台上被组织起来。

数字劳动关系种族化的基础是后殖民移民和移民工人的子女被剥夺资格，他们获得工作的过程

是基于系统性和情景性的歧视，标志着移民工人与本地工人之间的不平等。尽管有时候他们在教育、

资格和经验方面与非移民相当，甚至优于非移民，但在工作中还是会出现降级和种族主义的情况。数

字工作者通常是在不利的条件下被雇用的，包括不稳定的合同、有限的晋升和专业流动机会、艰苦的

工作条件。一些相对更有资格和资质的数字移民在有各种隐形歧视的工作条件下工作，当他们遇到

玻璃天花板时，等级提升的职业生涯被无形的障碍所阻止，这些障碍是潜在的和非常活跃的种族主义。

 四　年轻工作者、集体幻灭与数字工作

在欧洲过去的四十年里，在中国过去的十年里，见证了竞争加剧、学校表现下降和劳动力市场贬值，

与此同时，年轻人对尊严和社会认可的要求越来越高。①这种结构性丧失资格的现象不仅影响了中产

阶级青年，也削弱了来自农村或工人阶级的青年，特别是低技能的年轻农民工，他们遭受社会歧视和污

名化。经济不安全和专业经验得不到承认的情况，在寻找尊重的年轻人中产生了集体幻灭的现象。

年轻人越来越多地面临着对学历头衔的激烈竞争，这加剧了他们的志向和进入劳动力市场的可

能性之间的结构性差异。社会分层过程中固有的社会差异将随着学历膨胀现象的出现而日益显著。

学历和劳动力市场之间的关系在全球范围内不断变形，导致文凭的名义价值和在劳动力市场中实际

交易价值之间的差距不断扩大。对于年轻的高技能水平工人来说，工作场所越来越成为一个令人失

望和幻灭的地方。幻灭感产生了不同的主观和客观影响，反映了一种共同的不公正和羞耻感，这种现

象逐渐影响到技能水平较低的年轻移民。对所有类型的“令人厌烦的工作”（dirty work）的排斥，实际

上导致了移民及其子女的志向与他们在就业市场中可获得机会之间日益扩大的鸿沟。②他们感到被

剥削和被排斥，并且越来越担心未来就业的不稳定、职业发展机会的渺茫、社会流动前景的不确定。

因此，许多年轻人正在转向数字工作，他们相信在那里可以获得道德自主和社会创造力。

结构性丧失资格的现象对年轻人的志向起到了抑制作用。今天和昨天的年轻一代在全球化市场

经济或计划经济的基础上整合了不同的工作模式。今天的几代人表达了对认可、创造力、参与和自

我实现的需求，如果这些需求得不到满足，他们就会离开工作岗位。最不合格的人通常注定成为非熟

练工人，因此他们拒绝从事使他们丧失资格的工作，并将自己置于与工厂工作疏远的关系中，决定参

与数字工作。这种觉醒在客观上和主观上因社会阶层的不同而有所不同，且逐渐影响到学业条件较

高的年轻人。③

在一个被压缩的现代性背景下，年轻的数字人部分地意识到自己的社会位置，因为他们被要求做

自己。他们面临着强烈的“社会化障碍，或者说，上一代人传递的价值观、表征和身份认同与新一代

所经历的条件和情况之间存在激烈矛盾”。④在一个集体焦虑的环境中，⑤年轻的数字人参与了一个

[法 ]罗兰 (Laurence Roulleau-Berger)：数字工作、压缩的个体与情感

①　Li Chunling, China’s Youth. Increasing Diversity amid Persistent Inequality, Washington: Brookings Insitution Press, 2021; C.
Nicole-Drancourt and L. Roulleau-Berger, L’insertion des jeunes en France (Youth insertion in France). 4th edition, Paris: PUF, 2006.

②　L. Roulleau-Berger, Le travail en friche. Les mondes de la petite production urbaine, La Tour d’Aigues: Editions de l’Aube,
1999.

③　P. Bourdieu, “Classement, déclassement, reclassement,” Actes de la recherche en sciences sociales, vol, 24, no. 1, 1978, pp. 2-22.
④　L. Chauvel, Les classes moyennes à la dérive, Paris: Le Seuil, 2006, p. 170.
⑤　李春玲：《改革开放的孩子们：中国新生代与中国发展新时代》，《社会学研究》 2019年第 3期，第 1—24页。

117



矛盾的社会化过程，围绕着令人疲惫的身份工作，管理着“在社会中占有一席之地”的指令和难以进

入强大的合法性空间之间的双重困境。捕捉自我的社会和道德机构导致了新的异化形式，并被压缩

的现代性所控制。

 五　压缩的个体、表演自我与情感

在数字工作中，个体生活在将情感转换为情感商品的超级商品化进程中。①这个过程发生在与

“情感资本主义”相联系的威权结构所创造的霸权劳动制度中，②而且年轻的毕业生和低技能工人对

此有不同的经历。压缩的现代性通过使亲密关系和经济领域正常化，以及通过去人格化技术没收底

层年轻人的情感而获得支配地位。③压缩的现代性激发了渴望自我实现的年轻毕业生的强烈情感，

他们在不同程度上内化了追求卓越的指令，这以不同的方式影响了他们的职业和个人生活。当在工

作中寻求认可和快乐成为情感资本主义生产的一个关键因素时，一部分年轻的毕业生对这些指令作

出了“积极”的回应。高技能的工作者通过参与情感劳动来符合这些社会期望，并可能由于内化竞争

规范而过度消耗自己。广泛的工作环境稍微改变了他们建立在过度投资、追求卓越和自我实现基础

上的劳动关系。我们可以清楚地观察到，所经历的情感与社会秩序所强加的情感之间的差距催生了

紧张的情感劳动。

低技能工人必须适应不同专业领域所特有的情感亚文化。在不同程度上，这些文化通过对同意

指令（the injunction to consent）的强烈内化，以及通过虚假同意或拒绝强迫沉默来加固沉默和谴责情

感。这种制度剥夺了底层群体对其工作的任何形式的自反性，以及在工作场所获得自我实现和自由

的可能性。年轻的低技能工人被迫从事情感工作，在霸权主义的劳动制度中，这代表着通过愤怒的抗

议和拒绝羞辱来接受、适应或抵制他们的情感被没收。

因此，压缩的个体被个体的自我实现和强制性自治所约束。在数字经济中，压缩的个体既受到更

多的限制，但也有有限的自主性。然而，年轻的毕业生必须不断地与新形式的有限自主性打交道，这

迫使他们去获得强大的适应能力，而且对做自己产生疲劳感。

在压缩现代性的背景下，有限自主性可以被理解为一种使秩序和进步发生冲突的戏剧性，④也可

以被理解为一种逃离某种形式的政治威权主义的愿望。虽然自主性意味着民主背景下的独立，但在

威权环境下，它永远不可能具有这种意义。尽管从作为愿望的自主性过渡到作为条件或限制的自主

性似乎是新自由主义社会的一个运动特征，但这种转变在“追求卓越”（cult of excellence）巅峰时期的

中国社会发生得非常迅速。自主性既是竞争的条件，现在也成为数字经济发展中的竞争条件。

在数字工作中寻求认可和快乐成为情感资本主义生产的关键要素，年轻的毕业生对这些指令作

出“积极”的回应。例如，有“成功”抱负的年轻中国毕业生对自己成为中国社会“英雄”的愿望已经商

品化的事实视而不见。他们这样做一方面是为了符合英雄的角色，另一方面也是为了参与消费主义

文化。但是，恐惧产生于“成为英雄”的不可能，他们无法利用自己的社会、家庭和文化遗产在未来成

为自己，也无法利用在过往社会化中形成的网络。这些恐惧助长了失败、失望和幻灭的感觉，这些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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觉随后被内化，他们强大的行动和动员能力必须首先用于社会和经济竞争。

如果按照阿克塞尔·霍内斯（Axel Honneth）的说法，自我实现在 20世纪后半叶成为西方社会的

一项制度要求，那么在中国，它突然成为了建立在自我不完整基础上的压缩现代性背景下的一项要求。

在威权主义的环境中，一些年轻的移民参与了“幸福行业”（industry of happiness）。它根据个人的情

感理性来塑造个体：他们有控制自己情感的能力，以便更好地适应压缩现代性的标准；他们有采用反

思性和战略性选择的能力；他们有掌握自己情感的能力，以便接近他们的内在自我。很明显，压缩的

现代性产生了关于创造永远无法自我实现的自造之才（self-made men）的可能性的信念。

在数字工作中，有技能的年轻移民在虚拟的、空间和时间的加速中发展社会生活，并在无限制的

斗争中不断接近自我。这种斗争造成了道德和身体上的疲劳，可能会激起身体和精神疾病。年轻流

动人口的社会分化模式是由“做自己”的社会能力、经济能力和道德能力决定的。这种缺乏限制的情

况扰乱了年轻人与环境和身份的互动，在全球范围内的多元空间和时间性中受到挑战。数字经验表

明，在巨大的经济不确定性和经济加速的背景下，年轻人可能会失去对空间和时间限制的意识。它还

呈现了年轻人如何进入无休止的自我斗争，忘记了手里具备能够将自己的愿望和生活目标变成现实

的有形的和可用的资源。对自我的征服似乎与加速和重叠的社会和经济时间性有关，这种时间性被

数字空间中高度压缩的现代性所强化。年轻的数字工作者，尤其是那些最有资格的人，可以部分地、

暂时地为自己重新获得一段被强制劳动所占据的时间。但是，如果数字能力是一种对新的情感资本

主义指令的回应，那么它也可以让人们暂时逃离占领身体的装置，并在所谓的弱者和社会群体的经验

被殖民化的过程中，开辟出通向自我的视野。

在数字工作中，另一类厌倦了做自己的年轻人批评将成功和卓越准则内化的指令，认为这阻碍了

他们的自我实现。在这里，经历的情感和社会秩序所强加的情感之间的差距被缩小了，产生了不那么

紧张的情感工作。他们与工作保持距离，不再希望为了成功而将自己的职业兴趣置于情感生活之上，

也不想在工作环境中过度暴露和参与消费主义文化。年轻的毕业生选择不参与“幸福行业”，这一行业

造就了以情感理性为特征的自造之才，即他们有能力做出反思性和战略性选择，并在个人层面上发展。①

因此，一些有技能的年轻人发展了抵制战略，通过拒绝在平台资本主义和情感资本主义中成为英

雄的指令来对抗压缩的现代性。今天，由年轻人、社区活动家、年轻艺术家和生态学家组成的跨国少数

群体聚集在一起，制定确认身份的策略，并在中间数字空间（intermediate digital spaces）建立了政治、经

济、文化和艺术层面的数字微型组织。②他们聚集在这里，生产“替代性”（alternative）数字经济，并划定

相互认可发展形式的空间边界。年轻人的小团体利用数字资源发展非正式的抗议网络，从而使他们的

声音可以被听到。年轻人在中间空间发展数字抵制战略，揭示了活跃的少数群体采取行动的力量。跨

国的少数群体需要社会能力，以便将自己建设为个体和集体的行动者，并重新收回他们的主体性。

 结　　语

四十年前，工作社会学的主题涉及就业关系、工作组织、职业资格、冲突和集体行动、年轻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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职业融入、工作中的性别关系、薪酬模式。欧洲经济社会学从只关注企业、市场和经济科学对它们的

理论化，到关注社会和经济网络、经济活动和人际关系、工人或消费者的行为，①资本主义企业家和民

族企业家的形象、商业机构等。②社交网络的重要性成为分析培训以及市场和/或组织出现的核心，这

些市场和/或组织被纳入了竞技场的制度安排中。总之，共同的观点出现在经济社会学和工作社会学

的交叉点上，比如活动的民族志、工作中互动的观察、服务关系，等等。

随后，在资本主义制度下，泰勒主义受到强烈挑战，一种新的管理模式出现了：将劳动密集型生产

外包给外国。我们关注的是产业和职业关系的变化，这反映在工会力量的削弱、需要灵活性的工作

组织形式的传播、③新的规章模式和更灵活的管理形式、员工参与和生产结构的分散化。在欧洲，传

统的薪酬关系已经变得支离破碎，这是由于波动且持续的失业、易受竞争影响的部门的工作变得更

加脆弱以及非典型就业形式的发展。近二十年来，工作的间歇性和不连续性已经渗透到所有的生产

模式中，从而标志着所谓的福特式固定薪资模式的弱化。在法国，我们提出了“précariat”（岌岌可危阶

级）④制度化的问题，⑤涉及诸如歧视、不稳定、网络、能力、认可、平等等重要概念。随着新自由主义

的出现，新市场的建立已经成为社会和政治生活的主要因素。市场必须具有竞争性，以确保有效的交

易。“不稳定的工人”（travailleur précaire）的形象在工作社会学中变得越来越重要。

自 90年代以来，工作更多的是从流动性、移民和全球化的角度来理解的，而不是从归属和融入

一个专业团体的角度来理解的。社会学家们分析了由移民人口贸易和民族创业建立在流通领域上的

市场、⑥郊区工薪阶级的城市经济和跨国经济。⑦随后出现了一项社会分化原则，不仅解释了移民经

验的不连续性，而且反映了全球和地方的个体化⑧与国际移民中“部分去民族化阶级”（partially dena-
tionalized classes）⑨的形成。在庞大且异质的建构主义空间中，主体被定义为一个自主性和反思性的

行动者，能够建构自己的经验，同时也具有情感和感情。认知社会学是对工作社会学的一种新贡

献，⑩它处理了当代社会中关于尊重、羞耻、蔑视、体面和下流的社会结构。最后，随着数字经济的发

展，情感资本主义和情感场域理论被用来分析虚拟和多极空间，⑪在这些空间里，合格和不合格的人

都在全球资本主义中处理漂浮和模糊的身份，并促使数字和全球压缩的个体出现。

（责任编辑    唐忠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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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ravel， Masculinity  and  Femininity： The  Gender  Perspective  on “ Studies  of  Travel
Writings” in Britain and America                                               （by CHEN Xiao-lan & ZHOU Ling-yi）

Abstract：In Western cultural tradition，travel is usually supposed as the privilege of men and a ritual journey of
cultivating  masculinity.  Ancient  epics， legends  and  colonial  writings  tend  to  display  the  hero ′s  physical， cultural  and
psychical  masculinity  in  the  narrative  of  his  adventure  and  struggle  in  an  exotic  world.  According  to  this  general
cultural  disposition， travel  makes a  man a man.  However，what  does it  mean for  a  woman? Female British writers  in
the  19th  century， who  left  their  domestic  sphere  and  travelled  in  unfamiliar  foreign  countries， subverted  the
conventional  prescription  of  their  femininity， and  thus  reshaped  the  self-representation  of  women.  Within  this  trend，
they  played  a  role  in  the  imperial  knowledge  production  and  in  the  construction  of  the  culture  Other.  This  paper  is
concerned with the 19th-century British women′s travel writings in the context of colonialism，and argues that the gender
perspective  sheds  some  lights  on  the  complicated  relationship  between  gender  liberation  and  imperial  enterprise  and
between the woman as an individual and the state.

Keywords： travel writings， gender perspective， masculinity， femininity
 
On  Graphic  Poetics  in  the  WeChat  Era： The  Ninth  Essay  on  Constructive  Chinese

Literary Theory in the post May-Fourth Era                                                        （by HU Xiao-ming）
Abstract： Chinese  literary  theory  in  the  post  May  Fourth  era  should  respond  to  the  times  and  develop  new

discourses.  Now we are  encountering  an  unprecedented  new opportunity.  Thanks  to  modern  new technologies  and new
media，Chinese cultural  tradition has been revived in daily life  world of  Chinese people.  In addition to the advantages
of  valuable  technologies  such  as  convenient， fast  and  flexible  information  acquisition  we  should  try  our  best  to  avoid
the disadvantages of superficiality，triviality and smoothness.  Literature may bring them depth，and classical  tradition
may make them fine，elegant，gentle and sincere. As for classical poem writing，we haven′t seen a good poem created
by AI till now，which shows that a poet embraces comprehensive capacities such as imagination，judgment，sympathy，
humanism，ambition，and insights.

Keywords： the WeChat era， graphic poetics， AI′s poem writing， Chinese literary theory
 
On the Innovation of the Governance over Ethics in Science and Technology                           
                                                                                                                                                            （by JI Hai-qing）

Abstract：The Guidelines on Strengthening the Governance over Ethics  in  Science and Technology puts  forward
the requirements for the innovation of the governance over ethics in science and technology in China from four aspects：
the  upgrading  of  the  governance  level， the  improvement  of  the  governance  itself， the  response  to  the  challenges  of
emerging  R&D  models， and  the  promotion  of  the  internationalization  of  governance  experience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the  governance  mode， it  contains  the  innovation  change  from  passive
governance which simply focuses on negative consequences to active governance which covers the whole process from
source to application，which is determined by the nature of ethics in science and technology and the governance effect
to  be  achieved.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the  governance  field， it  includes  the  innovative  expansion  from  professional
ethics  to  technology  ethics， i.e.， from  simply  focusing  on  the  professional  ethics  of  researchers  and  engineers  to  the
concern  for  the  ethical  issues  of  the  application  of  the  products  of  emerging technologies，which is  determined by the
current  situation  of  the  high  incidence  of  ethical  issues  in  the  latter.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the  governance  grip，
controlling  ethical  dumping  and  paying  attention  to  human  enhancement  technologies  are  key  issues  in  the  ethical
governance in science and technology，with the former reflecting the values of the community with a shared future for
mankind and the latter reflecting active attention to frontier areas in the development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Keywords： governance over ethics in science and technology， innovation， professional ethics， ethical dumping
 
Digital Work，Compressed Individuals and Emotions          （by Laurence ROULLEAU-BERGER）

Abstract：Over  the  past  40  years， capitalism  has  become  more  complex， reconfigured， and  outsourced.  A
faceless  capitalism， i.e.， platform  capitalism， has  appeared.  Digital  work  means  a “new  spirit  of  wage-earning， ”

which  is  in  line  with  the  new  spirit  of  capitalism  by  exacerbating  the  intensity  of  hegemonic  local  and  global  wor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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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gimes.  New social  inequalities  are  produced  in  the  production  of  cyber-proletariats，cyber  upper-classes，and  cyber
middle classes. Individuals are caught in double-bind situations between heteronomy and autonomy at work in a context
of  emotional  capitalism.  In  the  digital  economy， the  compressed  individuals  have  internalized  the  injunction  to  face
economic  constraints  and  produce  a  narrative  of  self-optimization/performing  self  in  a  global  society.  The  compressed
individuals are more and more globalized in international digital economies.

Keywords： digital work， labor regimes， emotional capitalism， performing self， compressed individuals
 
Dealing with Uncertainty：The Labor Process of Interns in Internet “Giants”                          
                                                                                                                                    （by GU Chu-dan & WEN Jun）

Abstract：In the process of digital labor，the core and conditions of labor “uncertainty” have changed，and the
uncertainty factors facing both labor and capital are increasing. Regarding the labor process of the interns in the internet
“giants”  as  the analysis  object，this  paper shows that  reducing uncertain factors for both internet “giants”  and interns
is the precondition of creating “agreement”. In the face of exogenous and inherent uncertainty，internet enterprises take
“big  factory”   and  “subject  empowerment”   as  effective  strategies  of  organizational  control，while  interns  respond
through  subjective  practices  such  as  internship  “brokers” ， network  community  participation  and  organizational
mobilization and cultural  self-value.  The interaction value generated in the practical  actions of  labor and capital  to deal
with uncertainty has very important implications for platform governance and even social governance.

Keywords： digital labor process， uncertainty， internet “giants”， platform enterprises， interns
 
Collaborative  Obstacles  and  Development  Paths  of  Digital  Governance  in  Megacities：A

Case Study of “Collaborative Governance by a Network” in Shanghai    （by XU Lian-ming）
Abstract：Digital governance model innovation is an important part of promoting digital city strategy. At present，

the  practice  of  digital  governance  is  in  the  ascendant  in  many  cities  in  China， and  Shanghai  is  one  of  the  benchmark
cities.  There  are  some  universal  and  fundamental  obstacles  in  China ′s  urban  digital  governance.  The  obstacles  and  their
solutions  are  interrelated， resulting  in  the  obstacles  unresolved.  How  to  effectively  resolve  it  by  “technology-
organization-function”   collaboration  is  a  very  urgent  issue.  Technology， organization  and  function  are  the  three
elements  of  urban  digital  governance.  Only  the  collaborative  governance  of  these  three  can  resolve  many  stubborn
obstacles  in  digital  governance.  At  present，many  collaborative  obstacles  arise  in  the  “collaborative  digitalization”
stage of  digital  transformation，and moving towards  the “digital  collaboration”   stage as  soon as  possible  is  a  possible
development path.

Keywords： digital governance， technology， organization， collaboration， development path
 
Overseas Migration Network and Corporate Cross-Border Mergers & Acquisitions             
                                                                                         （by YANG Lian-xing， MA Yi-nuo & WANG Qiu-shuo）

Abstract：Overseas  migration  network  has  a  very  important  impact  on  corporate  cross-border  M&A.  This  paper
empirically  examines  the  impact  and  mechanism of  the  effect  between  Chinese  overseas  migration  network  and  micro-
firm cross-border M&A （Mergers & Acquisitions） by constructing multiple indicators of both. It finds that there is a
significant  positive  promotion  effect  of  Chinese  overseas  migration  network  on  cross-border  M&A， and  this  effect
shows  significant  heterogeneity  in  the  institutional  environment  and  cultural  distance  of  the  host  country.  Further，
through  the  mediating  effect  model， this  paper  finds  that  immigration  networks  can  promote  cross-border  M&A  by
enhancing  Chinese  business  networks  and  reducing  the  differences  in  values  between  the  two  countries.  Therefore，
besides facilitating the fusion of policies concerning migration administration and cross-border M&A，it is necessary to
strengthen  the  overseas  migration  network  and  enhance  the  interaction  between  Chinese  enterprises  and  overseas
Chinese  businessmen，especially  the  role  of  the  migration  network  in  the  countries  along  the  Belt  and  Road  to  promote
China′s internationalized export-oriented economic growth.

Keywords： immigration networks， cross-border M&A， information asymmetry， cultural distance， transaction
cos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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